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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从钱庄到银行 
 
张华 

 
  钱庄作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个主要类型，历史悠久，具有坚实的立足基础与各种优势条

件，这是其他传统金融机构所不能比拟和超越的。钱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了一套比

较完善的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日渐繁荣，钱庄致力

于为本；国商人提供各种细致周到的融资服务，积极开拓国内金融市场，不但确立了它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培养了大批熟悉本国复杂的货币体制、了解各地计量单位和商业

行情的金融人才。可以说，钱庄业对金融市场的拓展和造就的大批专业人才，是中国新式银行发

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近代钱庄、银号集聚黄浦 
  旧上海的钱庄大多聚集在黄浦区。当年，宁波路、天津路、北京路、四川路等几条马路是钱

庄的集中地，马路两旁挂着各式各样的钱庄招牌。即使在这些马路两旁的狭小弄堂里，也是钱庄

林立，如天津路的福绥里、同吉里、鸿仁里；宁波路的兴仁里、同和里、永清里；北京路的清远

里等。仅在兴仁里这条不长的里弄中，就挤挤插插布满了 11家钱庄，可谓“夹缝中求生存”。虽
然钱庄规模有限，设备简陋，操作方法陈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洋商银行则资本雄厚，似乎难以

与其相抗衡。但钱庄在旧上海“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稳步经营，经久不衰，可见一定历史条

件下，钱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19 世纪 20 年代，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
鼎立之势，其后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
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更现困难，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1945
年抗战胜利后，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 
  1947年 10月 16日，上海、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
会”成立大会，但不久，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

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钱业于 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近代上海的钱庄组织 
  近代上海的钱庄组织，经理总握钱庄全权，并设协理或襄理一二人予以辅助。有时在经理之

上，还设一督理，督理由股东委派，专司监察经理行为的职责，并参与决策。 
  钱庄职员按职责划分，大致可分为“八课”，即所谓“八把头”:一为“清账”，专管账务，凡
一切编制月结、年结，决算盈亏，计算利息等事务都由他管。二为“客堂”，专管庄内接应宾客

及一切庶务。三为“汇划”，掌管会计事务，专任考核存欠，记录账目，管理出纳，查核票据等。

“汇划”之下还设“进出水”一人，专管元宝收解。四为“钱行”，又叫“市场员”，专管市场拆

银，买卖银元等。五为“跑街”，专管在外承揽生意，是借贷来往的居间人，兼作对客户的信用

调查，如调查客户的身家、营业、财产等。六为“洋房”，专管银洋、钞票的出纳以及洋款账目

的记录。七为“银行”，专管与各银行拆款来往等业务。八为“信房”，即文书科，专管书面来往

文书等。 
  以上“八把头”的位置顺序，各庄互有差异，如平时缺银的钱庄，“钱行”就显得最为重要；

有巨额存款的钱庄，“跑街”最为经理倚重；而在银行方面常有巨款可以通融的钱庄，则“银行”

的地位居“八把头”之首。 
  “八把头”之外，还有所谓“栈司”，俗称“老司务”，专管送银、送票、跑银行、打回单等



 

第 2页 共 3页 

事务。学徒或练习生则专管收票、抄录、传递等杂务。 
  外商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洋商银行相继在沪登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钱庄与

外国银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业务来往，后来发生的密切联系，完全是借助于外国洋行的媒介作用。 
  外国商人来华设立洋行从事贸易活动，与未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做生意，必须依赖于一种信用

制度。由于洋商银行在我国内地缺少分支机构，天地两不应，洋行买办深入我国内地推销洋货或

收购物产，都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而洋行对各地经销商的信用两眼一抹黑，外商对来自各地的

华商并不那么信任，“不敢先交货后收款”，交易往往处于停顿状态。这对外商不利，他们开始寻

找打破僵局的办法。而利用中国原有的信用制度加以合理调整和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

境，便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跨越地界的买卖，全凭信用，因此必须请出八面玲珑的钱庄为之担当中介的重任。于是洋商

试探着与当地钱庄接触，愿意接受庄票作为结算工具。在这种前提下，中国钱庄早已有之的庄票

制度得到外国商人的承认和利用，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洋行与钱庄的新型业务关系便顺理成章地

建立起来了。譬如经销商为洋行推销 10万两银子的洋布，由经销商请其钱庄签发一张 20天期的
庄票，洋行收到庄票就介入洋商银行，并将货物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卖出货物收到货款后立即归

还钱庄的贷款。所以经销商推销洋货向钱庄申请贷款，乐于付出较高的利息和手续费，钱庄坐享

其利。这般周而复始，钱庄信守承诺，经销商气定神闲，洋行买卖畅行，是谓三方共赢，皆大欢

喜。难怪乎气势汹汹的洋商银行也不敢看轻钱庄，不得不与之“攀亲结缘”了。钱庄庄票名声漂

洋过海，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中还陈列有上海福康钱庄的一张庄票。 
  柳暗花明——本土银行风潮起 
  当然，本土钱庄兴盛一时，并不能成为诊治社会经济病症的灵丹妙药，随着囍方银行经营理

念的渗透，中资银行的推出，也就变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考量中国近代史，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银行的大概要算和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了。1847年
他在《海国图志》中就向中国人打开了金融的一扇窗，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

行，并解读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那时，魏源还未提及到银

行两字，他只是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了
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这家银行原名丽如，其优雅犹如淑女一般，但是它做的生意当中，有一大

宗却是鸦片。 
  无独有偶，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也曾向太平天国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是“创立银行

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容闳将银行看成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吃洋面包”的经历给他带来

的切身体会。这些建议虽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而未能付之现实，但倡办中资银行的星星之

火，因为商业和流通的呼唤，特别是受外国资本在华开办银行的刺激而开始思想的燎原。1892年，
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了创建银行的条议。在他看来，“中国钱庄资本二三

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子为今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

情而维持市面也。”这是他看到旧式钱庄资本经营的弊病后，提出的以创办新式银行来挽救商情

市面的设想。同时，他还连珠炮似地历陈开设银行的十大好处，诸如“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

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等等。 
  中国人自己银行的出现，比外资银行晚了整整五十年。1897年 5月，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
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亦建立在上海外滩，起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年即发行纸币。中匡通商

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中华帝国银行”，此银行的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

私人资本银行，当推 1906 年在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开办的信成银行，其股东为华人富商和海
外归来创办实业的游子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积极筹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海归派”容闳更

显开阔的思路，坚持先创办国家银行。为了向中央政府力陈己见，容闳广引博证，大展身手，“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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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 1875年美国法律中有关国家银行法的资料。按照容闳的美好蓝图，政府先筹集 1000万两白
银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资本，其中 200万两用于购置各种机器，重印制国债券及钞票，铸造银币，
另外 200万两用于购地建屋，其余 600万两则存在银行库中，用以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铸成各
种货币，流通全国。容闳还主张仿效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

之法”。但是，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终因中国通商银行的面世而寿终正寝。 


